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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认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石 硕

■■■■■■■■■■■■■■■■■■■■■■■■■■■■■■■■■■■■■■■■■■

摘 要:如何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
同性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文章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对汉族的形成、壮大、
性质、特点及其同少数民族的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汉族之中包含
了大量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中也吸纳和包含了大量汉人成份，二者之间并无

截然界线，无论历史与现实，均相互流动并紧密依存。汉族是融合出来的民族，
其复合性和巨大包容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与少数民族因所处
地理环境不同而存在经济类型差异，但经济类型差异及由此所形成的互补，恰恰

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度依存、密切联系的原因。这种相互依存与紧密联系，正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的体现。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汉族与
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成为一
个既有共同性、又有多样性的有机整体，这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髓所在。
为此，须杜绝和改变将汉族与少数民族截然分割或对立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汉族 少数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 共同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华民族概念及历史脉络研究”( 21VMZ015) 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民族是由 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那么，如何认
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这涉及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华民
族共同体”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从民族角度看，我国的另一个重要国情是，在 56个民族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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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量与分布地域上存在巨大差异。据 2021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人口占
我国总人口的 8. 89%，少数民族地区占地面积达我国版图的 60%左右，汉族占我国
总人口的 91. 11%。① 这一巨大反差和不平衡是由历史造成的，也与地理环境密切相
关。但在我国的辽阔疆域和众多民族中，无论是人口数量庞大的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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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治下的民众，“汉人”称谓便逐渐兴起和流行。① 从史籍记载看，“汉人”称谓的流
行主要在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因该称谓简明通俗，易于传播，从南北朝到隋唐以
后，一直延续到清代，“汉人”始终成为对中国主体人群使用最广泛的一个俗称。② 近
代，因“民族”概念的传入，加之清朝解体后确定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建国方
略，“汉人”称谓逐渐被“汉族”所替代。③ 这便是今天“汉族”的由来。
历史上，“汉人”是一个相对宽泛、模糊的概念，其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例如，

单以狭义的“汉人”即汉朝治下的人而言，春秋战国时的秦人、楚人、吴人、越人，都曾
被视为“蛮夷”，④秦人中更包含和吸纳了大量“戎人”成份，⑤但在秦汉统一后，他们
都被纳入汉朝治下，成了“汉人”。两汉时期大规模开疆拓土，北击匈奴，东北征服朝
鲜，经营西域，开西南夷，南灭南越、闽越，开拓南越与岭南之地，把诸多周边民族直接
纳入汉朝治下。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降汉朝后，大量匈奴人被安置在今山西、河北一
带，定居务农，与汉人杂处，大多逐渐融合到“汉人”之中。⑥

从十六国及南北朝持续近 400余年的南北民族大融合使胡汉界线渐趋模糊。贾
敬颜指出:

纵观十六国、北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北方及西北少数民族大量进入黄河
流域，他们与汉人杂居相处，互相交往，出现了民族间的大吸收，大融合，而其总

的趋势则是化入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经十六国、北朝以后，汉人的内容复
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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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道路。明人顾炎武称:“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①洪武元年，朱元璋
下诏变革旧制，令衣冠如唐朝，“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②这些强制改变
胡俗、胡姓的措施，加快了明代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的融合。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
儒学正曾秉仁上疏称:“臣近来窃观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
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③对此，顾炎武曾站在汉文化立场感叹道:
“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物辨物之
道。”④故有明一代，散布于明朝统治区内的许多蒙古人、色目人通过改胡俗、改汉姓，与
汉人杂处并相互通婚，逐渐变成了“汉人”，使汉人的构成及其外延得到进一步扩展。
清朝是满人入关建立的王朝，其民族等级是满、蒙、汉。尽管在清朝前期满族统

治者为防止汉人对满人的同化，采取了诸多限制与防范措施，但在清朝结束进入民国

时代，绝大多数满族均被划入或融入“汉人”之中。⑤

从民族角度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汉人”的
壮大。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农耕人群尚以“华夏”自诩，并以此来与周边“夷
狄”“蛮夷”相区分，那么，在十六国和南北朝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汉人”群体的扩
大，“汉人”开始取代“华夏”，成为一个更宽泛、更庞大的民族实体和概念。所以，“汉
人”的壮大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流。自秦汉以降，中国的整体性与共同性，很大程度
正是通过“汉族”形成与发展得到充分体现。有鉴于此，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
是阶段性的:

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

了一个凝聚的核心。……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也可
以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
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⑥

从“华夏”到“汉人”，再到近代的“汉族”以及“汉族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凝
聚核心”，这是费孝通基于中国历史客观事实做出的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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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日知录》卷 23《二字姓改一字》，《顾炎武全集》第 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883页。

《明太祖实录》卷 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 1962年版，第 525页。
《明太祖实录》卷 109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第 1815－1816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 23《二字姓改一字》，《顾炎武全集》第 19册，第 884页。
1936年郭维屏所编《中华民族发展史》称，满族“与汉族同化，所谓满族，几成为历史上的

名词”，反映出民国时代人们的看法。参见郭维屏编:《中华民族发展史》，发行者冯月樵，成都球
新印刷厂印 1936年版，第 4页。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 4期，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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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族”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其复合性和巨大包容性使之
成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

历史上，“汉人”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这导致汉族的构成相当复杂。那么，我
们应如何认识“汉族”这一庞大共同体的特点与性质?
首先，历史上的“汉人”即今天所言的“汉族”主要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对此，学

界已有高度共识。贾敬颜《“汉人”考》指出:“汉民族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这个巨
大的人们共同体系数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汇合而成。”①费孝通也指出:“汉族的壮大并
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②顾颉刚
云:“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③陈连开也指出:“汉族始终是在吸收、涵化众多
来源的族人和优秀文化实现大融合中形成、发展、壮大的。”④汉族的形成与壮大在于
对众多民族成份的吸纳与接受，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汉人”是历史上民族融合
的产物，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如果说“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⑤那么汉族的形成正是历
史上民族融合产生的最大“果实”。
历史上“汉人”为何能源源不断地吸纳和接受其他民族成份? “汉人”是靠什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

所以

!接受其他民族成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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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源源不断有新的民族成份加入，每当有新的民族进入并建立起新的王朝或政权

之时，前朝治下的人往往就笼而统之地被归入模糊性极强的“汉人”序列之中。如此
轮转递续，使“汉人”这一群体得以不断壮大。例如，十六国、南北朝时所有进入中原
与汉人杂处的北方民族，经过隋唐大一统之后，其同汉人的界线逐渐模糊、消弭。到
了宋代，他们便理所当然地被归入到“汉人”这一庞大人群之中。又如，辽朝时，契丹
人、汉人、渤海人三者尚有一定界线和区分，但到金取代辽以后，辽境内的汉人、渤海
人和契丹人，均一概被归入“汉人”行列。到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汉人”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契丹人、高丽人被归入“汉人”，就连大部分的金人( 女真人) 也
被归入到“汉人”之中。清朝统治时期，满、汉之间尚有较明确的界线与区分，但清朝
灭亡后，满、汉界线就趋于模糊和消失，到民国时期，所有生活于内地并与汉人杂处的
满人都被归入“汉人”行列，在心理与认同上也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所以，“汉人”这一称谓和概念的模糊性、笼统性及由此带来的“低门槛”，赋予

“汉人”群体以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其能够源源不断地吸纳和接受众多民族成
份，能够最大限度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第二，定居与农业经济生活方式，既使“汉人”具有极强稳定性、延续性，并成为

汉人消解其与北方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汉人得以壮大的另一关键原因，在于其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则来自该人群主要

从事农业经济。恰如费孝通指出:
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

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
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①

这是对汉族凝聚力的一个洞见。农业不但是汉族，事实上，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孕
育、形成和发展的根基。
考古学家严文明曾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说。他依据新石器文化的

分布和内涵，将中国早期文明划分为三个大的区域———以中原文化区为中心的旱地
农业区、长江以南以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为中心的稻作农业区以及中原旱地农业区
西部和北部外围地区的狩猎采集文化区。② 数千年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民族交融
汇聚始终围绕以中原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以南的稻作农业区为中心地域来进行。旱地
与稻作这两大农业区的并列与相互依存，不但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

性，也是以农业为生计方式的“汉人”群体得以形成、发展并不断壮大、绵延之根本。
同时，农业经济也是历史上“汉人”抵御、化解来自狩猎采集文化区的北方游牧民族
的冲击，并赖以消弭其民族与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这突出表现于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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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当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给中原带来巨大冲击时，中原地区从事旱作农业的
人群往往选择向长江以南稻作农业区迁徙，以此来抗御和消解北方民族带来的巨大

冲击和压力。因长江以南同样是农业地区，而且是粮食产量更高、更富庶的稻作农业
区，使中原移民能很快适应并站稳脚跟。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唐安史之乱以及辽宋
夏金和元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汉人”农耕人群大多选择向长江以南稻作农业区迁徙
的方式，来规避、消解北方民族南下的冲击与压力。另一方面，隋唐时期，中原作为庞
大的政治中心和人口稠密区，其粮食与税收均离不开南方富庶的稻作农业区的支撑，

这正是大运河得以开凿的原因。① 所以，正是中原旱作与南方稻作两大农业区并列
及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和互补，赋予中华文明极强的稳定性、延续性，也赋予以农业
经济为根基的“汉人”以极大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并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
化中心始终以两大农业区为依托。毫无疑问，中原旱作、江南稻作这两大农业区的
互补与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及地域上所提供的巨大回旋空间，赋予“汉人”群体以
极大的稳定性和韧性，成为“汉人”能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依据。

2．进入中原及农耕地区的北方民族，一旦在中原或农耕地区立足，就不得不选择
与汉人杂处、定居和农耕经济生活方式，假以时日，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农耕经济生活
和汉文化熏染，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定居与农业经济生活方式，亦成为汉人消
弭其与北方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东汉初年，南匈奴归附汉朝，东汉朝廷将其大量安置于山西、河北至宁夏一带，让

其与农耕“汉人”杂处。② 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战乱之际，这些成份复杂的匈奴降部，逐
渐扩散于整个华北地域。趁永嘉之乱占据中原建立政权的“五胡”大都出自于此。
他们所以能够立足中原，一是逐渐从事农业，二是如钱穆所言“诸胡杂居内地，均受
汉族相当之教育”。③

唐贞观时，东突厥归降唐朝，朝臣议论其安置时即称: “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
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

利，塞北常空矣。”④从“使其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可知，中原王
朝及士人不仅深知“耕田”和同汉人杂处之“定居”生活可让胡人“化而为汉”，且有
意识运用此方式和手段来化解和消弭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差异。故唐太宗完
全采用东汉光武帝安置南匈奴的办法，将归降的东突厥安置于五原塞下，“既全其部

08

①

②

③

④

参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32 页; 史念海: 《中国的运
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48－209页。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2940－2962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册) 》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 254－261页。
《旧唐书》卷 61《温大雅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2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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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遂处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长安者且万家。”①使突
厥人的汉化成为唐朝北方民族汉化的一个代表。
历史上，中原王朝将归降内附的周边民族、部落安置于其统治疆域内的例子不胜

枚举。梁启超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结果，
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②历代中央王朝屡屡将归附之周边民族安置于农业区与汉人
杂处，所起作用正是民族与文化间的“交感化合”。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融入“汉人”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农业经济的稳定性远

远强于游牧经济，所以，以游牧经济为特点的北方民族融入定居和从事农业经济的

“汉人”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此即梁启超所称“甲时代所谓夷狄
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③

第三，“汉人”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其复合性特点赋予“汉人”以极大包容性。
最能说明汉人包容性的一个例子，是北宋真宗年间曾有一支犹太人迁徙到开封，

后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④ 犹太人很早失去祖国，流散于欧洲及世界各地。但迁徙
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仍能保持自己的信仰与认同。唯迁入中国的犹太人却渐
渐融合到“汉人”之中。根本原因在于汉人对外来民族十分包容，排斥较少，因感受
不到民族与文化上的排斥和压力，自身的认同就渐渐松弛，加之同汉人杂处并相互通

婚，遂融入“汉人”之中。关于“汉人”的包容性，谭其骧指出:
汉民族自古以来，只以文化之异同辨华夏，不以血统之差别歧视他族。凡他

族之与华夏杂居者，但须习我衣冠，沐我文教，即不复以异族视之，久而其人遂亦

不知其为异族矣。故汉民族同化异族之能力，极其伟大。⑤

我以为中国在一个国家里，汉族在一个民族里，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共许

共存共容的态度，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因此儒佛道三教得

以长期并存，进一步又互相渗透，同时又能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这
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⑥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观察到一个显著事实: 在我国 56个民族中，汉族的民族
观念及民族界线是最淡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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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地区从事各种营生。据笔者所知的一个例子，从新疆叶城通往西藏阿里的新
藏公路，因海拔极高，沿途几乎没有村庄，也没有人烟，一路上如同在月球上行车。但
途中却有一个补给点，是几位来自四川的汉人，支起一顶帐篷，用烧油的喷枪为过往

车辆提供开水和方便面。其实，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每一个偏远角
落，往往都能意想不到地看到汉人活动的踪影。汉人能够深入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
各个偏远之地，一方面表明其生存能力极强，另一方面也与汉族民族观念淡薄、主观
上民族界线模糊有极大关系。
从很大程度上说，“汉族”的巨大包容性，正是其能够在中华民族中发挥“核心凝

聚”作用的原因。所以，“汉族”作为民族融合体所具有的复合性与包容性，实为我们
认识和理解其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凝聚核心”之关键。①

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并无截然界线，二者紧密依存并相互流动

为什么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并无截然界线? 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今天的汉族之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成份。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汉族之中几乎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民族成份。也就是

说，今少数民族先民及其文化成份大多可以在汉族中觅见其踪影。正因为如此，汉族
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线。这正是汉族和
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因。诚如顾颉刚所言:

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
化体质的杂糅，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

了。……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②

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
血统。③

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④

谭其骧也指出:

历史上民族之与汉族发生同化作用者，以来自北方者为著。……故自来言民族
史者皆知今日中国北部人口中，富有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满洲等族之血液。
以此为据，或又引而伸之，遂谓中国人血液愈北愈杂，愈南愈纯粹。其说颇为一般人
所崇信。殊不知按之史实，则北方人中固多东胡、北狄人之血液，南方人中，亦不少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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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 4期，第 7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20 期，1939

年 5月 8日。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期，1939年 2月 13日。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期，1939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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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人。① 东汉永初四年( 公元 110年) ，南匈奴曾一次“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掠转
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② 可见汉人流落于匈奴的人口数量相当庞大，这些汉人中
有相当部分也充实或融入匈奴之中。
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汉人除迁徙到长江以南地区外，也大量扩散于西北、东北

和西南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逐渐充实或融入当地民族之中。
唐高祖李渊曾言: “自倾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
夷。”③指的正是这种情况。所谓“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正是汉人“走胡奔越”、大量
扩散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结果。
多年前，笔者到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调查，在岷江上游最大的萝卜羌寨惊讶地发

现，不仅家家堂屋所供牌位均是“天地君亲师”，寨后庙宇所供奉神祀也皆是汉地神
祀像系统。完全印证了“礼失求诸野”和“中国之礼，并在诸夷”的古训。在甘青地区
普遍存在的“文昌”信仰、青藏高原等地的关帝信仰、将军信仰等等，都无不体现了
“中国之礼，并在诸夷”的情形。④ 这同历史上各个时期汉人大量扩散和迁徙及融入
少数民族之中有直接关系。
明代大量汉人移民迁入云南，明末蜀乱和清初“湖广填四川”等，都使汉人大量

扩散到西南各少数民族之中。明清以来，汉人很大程度还成为西南诸多少数民族发
生交流联系的中介。⑤ 清代以来，因中央王朝大力经营和开拓康区以及西康建省，也
使汉人大量迁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与当地藏人发生广泛交融。清朝至民国时期进
入青藏高原的汉人主要为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
远，环境艰苦，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遂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曾
有如下记叙: ( 汉人)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
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 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格娃’即‘半藏半汉’
之谓) ，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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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

娶夷女辅助。”①汉藏通婚不但使大批汉人落籍于当地，也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度交
融。所以，清代民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所带来的汉、藏互动与交
融，其结果主要表现为“汉”向“藏”的融入，即汉人大量充实到藏人之中。②

总之，在史籍记载中，历史上各个时期汉人的扩散及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大
量融入各少数民族的例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费孝通指出:

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

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很容易得到一个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汉族

较复杂而其他民族较纯。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
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至于有人认为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必然会融
合于经济文化较高的民族，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历史上确有经济文化水平较高

的汉人融合于四周的其他经济文化较低的民族。③

历史上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始终是相互流动、彼此融入的。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
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委托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该行动引
发一个事件。当地的苗族代表给蒙藏委员会写信，反映他们实际上早已汉化，与汉人已经
没有什么差别。把他们重新当作苗族，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尊重。④ 这一事例说明，在实际
生活中，民族身份与主观意识实际上是动态的、流动的，并可以发生变化。
即便今天，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流动与转换也从未停止。今在川鄂湘黔相连

接的武陵山民族地区，由于苗族、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相互杂居，日常生活中接触交流
极为密切，苗族、土家族受汉文化熏染显著，于是在文化和民族意识上呈现一种高度
混同的状态。对这种高度混同状态，当地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叫“非苗非汉”或“非土
非汉”。这是颇具典型意义和启示性的文化案例。它充分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民族
身份与民族意识并非固化或非此即彼。事实上，在实际生活层面，民族身份和民族意
识是动态的，流动的，可以相互转换。正因为如此，才出现所谓“非苗非汉”或“非土
非汉”的情况。事实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界线从来是动态而非静态、是相对而非绝
对、是流动而非固化的，二者时常相互流动和发生转化。这种情况不但历史上如此，
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亦比比皆是。
所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生活层面，汉族与少数民族始终紧密交织。二者的关

系不但表现于汉族之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中也吸纳和包含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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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佚名:《西康之种族》，《四川月报》1936年第 9卷第 4期。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民族研究》2014年第 1期。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 4期，第 11页。
石青阳:《致蔡元培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393，案卷号: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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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成份，同时也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容纳、相互流动、
相互转化并彼此融入。所以，从根本上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并无截然的界线，更
不是对立的。这应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的出发点，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
体内“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四、避免将汉族与少数民族截然两分或对立的思维模式，
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

既然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同属中华民族，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 是什么造成了两者的差异与分别?
事实上，有一个因素常被我们忽略，这就是中国多样化的地理生态环境。中国的

地理环境由三级阶梯构成。第一级阶梯是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
上; 第二级阶梯是在青藏高原以东和以北的一系列宽广的高原与盆地，如内蒙古高

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海拔在 1000－2000米; 第三级阶梯是我国东部平原与丘陵
地区，海拔在 500米以下。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仅有大片宜于农业的平
原、盆地，也有大片完全不适于农业的高原、山地和草原。
前已提到，汉人的形成和不断壮大，主要因其从事农业。农业定居生活所带来的

巨大稳定性和延续性，使汉人能源源不断地消化、吸纳进入农耕区域的各个民族。所
以，农业不但是汉族形成、发展的根基，也是其最大特色。但农业本身具有对地理环
境的依赖性与选择性———只有在宜于农耕的地区，农业经济才能产生发展。从此意
义说，“以农为本”既是汉族的优势，也是汉族的局限。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特点，
决定了其疆域内并不是所有区域均适合农业，这进而决定了汉族在草原、高原和偏远
山地等并不适合农业的区域难以大规模聚集和立足。恰如费孝通所指出:

现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是汉人不习惯的高原和看不上眼的草

原、山沟和干旱地区以及一时还达不到的遥远的地方，也就是“以农为本”的汉
族不能发挥他们优势的地区。这些地区只要汉族停留在农业时代对他们是不发
生吸引力的。①

少数民族聚居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
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形成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不同的经济类型。
从根本上说，中国多样化地理环境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形成差异和分野的一

个重要自然因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主要在于经济类型的不同，这由我国多样
化的地理环境所决定。因此，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是我们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差别
的重要依据，也是认识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基础。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相互依存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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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 4期，第 17页。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研 究 2023年第 1期

与一体性的坚实基础。经济类型的差异和互补，正是促成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度依存、
密切联系的重要原因。不但历史上如此，今天也仍然如此。翁独健称“中华民族的
经济文化，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 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

族) 共同创造的”，①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对民族而言，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汉族与
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的有机联系和紧密依存，奠定了中国各民族共同文化与政治统一

的基础。史学家蒙文通指出: “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
传统文化。”②梁启超将此“共同的传统文化”称作“主干的文化系”，认为“主干的文
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涵盖，难以别成风气”。③ 而这种“共
同的传统文化”和“主干的文化系”，正是以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的紧密依存和
有机联系为其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

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成为一个既有共同性、又有多样性并紧密结合的有机
整体，这是中华民族精髓之所在。严文明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时指出:

现代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
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④

这种“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众多兄弟民族”“既统一又保持着各民族特色”来诠
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实为一种洞见。
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深刻体现于“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

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因此，将汉族
与少数民族截然分割甚至对立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不但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也有碍

于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进一步消弭汉族与少数民
族之间因经济类型、社会传统的差异而带来的隔膜，在观念和意识上彻底消除和改变
将彼此截然分割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增强和培育“三个离不开”的观念与情怀，
才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发挥。
因此，加强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单单是对少数民族的时代要求和

历史责任，更是对汉族的时代要求和历史责任，需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

〔作者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都 610041〕

( 责任编辑: 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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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rucial aspect in comprehending the commonality of the“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is finding an appropriate wa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and features of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hrough a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It posits
that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re intertwin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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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thnic minorities，due to their difference in


